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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天竺:

东亚视域下日本中世王权与“佛国土”的建构
＊

康 昊

内容提要 再造天竺，是印度佛教衰落背景下日本中世王权神圣性建构的一种形态。

即以“转轮王”观念为核心，通过大规模的造寺建塔、抄经埋经、搜集佛教重宝等活动，将平

安京及日本列岛塑造为“转轮王”治下的“佛国土”。再造天竺的意识和实践在东亚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东亚部分政权有与日本类似的寻求作为“想象异域”的天竺，谋求吸收天竺圣

地性的宗教和政治实践。再造天竺也是促使日本中世王权与显密佛教密切结合，使中世王

权佛教化转型的背景之一。日本中世王权的“再造天竺”实践虽呈现对外的自中心意识的

特征，却更多地以对内统治为目的，缺乏国际竞争或文化竞赛的意识，其首要目的是借用显

密佛教思想塑造中世王权的超越性权威，获取在中世主从秩序和权门体制中的更高影响

力，构建神圣化的王权。

关键词 东亚 日本中世王权 再造天竺 佛国土 转轮王

日本的中世特别是中世初期王权(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 ，在印度佛教衰落的刺激下，通过对“想

象异域”中天竺的寻求，在其宗教和政治实践中“再造天竺”，建造“佛国土”。这也是中世王权正统

性、神圣性建构的重要背景。这里所指的天竺，并非指作为地理空间和政治实体的印度，而是佛经记

述的“佛生国”，被视为在印度存在过的典范佛教国。所谓“再造天竺”，指通过物质或思想建设等方

式，重现佛经所构想的佛教理想国，即“佛国土”。

日本出现上述宗教和政治活动的背景之一是印度佛教的衰落。一般将 1203 年东北印度最后的

佛教学术中心超戒寺的被毁视作印度佛教衰亡的标志之一。① 实际上自 9 世纪以后，受到全面兴起

的印度教与步步紧逼的伊斯兰教的打压，印度佛教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主要限于东印度、北印度

与西北印度的特定区域。② 10 世纪末，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劫掠北印度大部并占领旁遮普，此后护持

佛教的波罗王朝被崇奉印度教的塞那王朝取代，12 世纪末塞那王朝遭到穆斯林的毁灭性打击，佛教

寺院大多被毁，13 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基本衰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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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衰落的信息通过四散的印度佛教僧侣传到中国。中印度那烂陀寺僧人法天与其兄法

护携带梵本经典来到汉地，宋太宗命其与天竺僧天息灾、施护等共同翻译佛经，北宋初期一度成为佛

经汉译的又一个高潮; 同时期的青藏高原也不断出现赴尼泊尔、印度求法并迎请印度高僧者，藏地赴

印度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特别是 11 世纪超戒寺僧阿底峡入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因

日本僧的入宋活动而多为日本所知。

在日本史分期中，学界通常认为日本中世国家开始于 11 世纪末后的院政时期，院权力对显密佛

教的崇信，使得显密佛教在院政时代迎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中世王权的统治理念高度佛教化，天

皇以“金轮圣王”自称，王权甚至自视佛法之主、释尊使者、佛的分身。① 可以说，将显密佛教奉为政

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中世王权最为突出的特征。对于这一状况出现的背景，绝大多数研究均

从内政角度展开讨论，但也有多位学者试图寻找其外部因素。平雅行认为周边各政权的佛教兴盛与

天竺的衰落是日本国家主体意识形成的缘由。② 上岛享认为唐朝的衰退是日本王权重构的契机; ③

上川通夫指出宋辽灭亡是中世王权产生“独善佛教国”理念的外在背景; ④末木文美士则认为日本僧

侣在与宋朝的对照中发展了“圆机已熟”的佛教世界认识。⑤ 上述研究虽已对外部因素的存在提起

了关注，但对中世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分析仍不够深入，且对日本与周边政权的一致性和差异

性未做充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显密佛教成为日本中世王权神圣性、正统性建构核心

内容的外在契机，并通过与同时期东亚部分政权出现的类似活动的比较，分析东亚“再造天竺”意识

的普遍性与日本的特殊性，进而探讨该意识背后宋辽等对日本王权的影响。

一、日本中世的天竺认识

中世日本人奉行“三国”世界观，即以印度、震旦、日本三者为中心的世界认识。《沙石集》称:

“天竺、汉朝、和国，言语虽异，其意却同。”⑥黑田俊雄指出，三国世界观体现的是 10 世纪前后日本独

立性相对上升背景下试图寻求与中国平等地位的认知; ⑦上川通夫则认为这一世界认识使中国的地

位相对化，反映了日本谋求提升自身地位的愿望。⑧ 在三国世界认识中，通常认为处于佛教地理中心

的天竺居于核心，这使得中世日本普遍存在对天竺的憧憬。

由于地理空间的区隔，古代至中世日本几乎没有人成功抵达天竺。9 世纪的高丘亲王真如在出

家为僧后于 861 年入唐，在广州由海路出发前往天竺，最终客死东南亚。中世以后，在印度佛教衰落

的情报传入日本的同时，仍有一些日本僧侣试图前往天竺。如被后世视为日本禅宗初传的荣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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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唯求西天八塔，必建达印度，重令渡海”。文治三年( 1187 ) 抵达杭州，向南宋当地官府申请前往

中印度后，得到“西胡有三道，皆属鲁( 虏) 国不得通”的答复之后才放弃。① 大约与荣西同时期的高

山寺明惠也“殊恋慕西天遗迹，深厌恶东土旧居”，②于 1201 年决心前往印度，最终在纪伊遭到一位

被春日大神“附身”的“橘氏女”的制止。虽然在交通上去往印度十分困难，但中世日本人对天竺的

憧憬长盛不衰。

尽管如此，当时日本僧俗社会实际上流行着普遍的天竺佛教衰亡认识。天竺佛法衰亡论的来源

有三: 其一，末法思想的影响; 其二，玄奘《大唐西域记》对天竺的描绘; 其三，来自入宋僧侣的直接情

报。首先是末法思想。中世日本普遍流行 1052 年入末法的观念，奉行佛教的下降史观，认为佛教自

正法、象法以后向末法逐渐衰亡。其中，佛教发源地天竺将率先衰亡。《源平盛衰记》说:“天竺位于

南瞻部洲的中央，是佛出世之国。在象法时代末期，诸天的庇护日渐衰微，佛法有如灭亡。然而我国

( 日本) 自伊奘诺尊、伊奘冉尊后，至今百王之世始终是神国，神明的加护与之前无异……即便是五独

乱漫的今日，也依然盛行大乘佛教。”③这一叙述认为天竺佛法衰亡后唯有日本不受末法影响，佛教

仍盛行。这种天竺佛法衰亡论与末法的时代思潮是相适应的。④ 类似地，《表白集》所收治承四年

( 1180) 《东寺安居供养法表白》也说: “爰西天之法灯已消，震旦之余辉渐尽，教迹独留于东夏( 日

本) 。”⑤《兴禅护国论》则记载当时日本盛行“天竺唐土佛法已灭，我国独盛也”的传言。⑥ 这些表述

实际上都是基于末法思想，认为末法以后天竺佛法灭亡，日本成为最后的佛教兴盛之地。

再者，是受玄奘《大唐西域记》天竺记载的影响。⑦ 玄奘西行至印度时，印度佛教已经处于衰落

期。因而《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僧院和圣地的颓败多有记述。譬如，“给孤独园，胜军王大臣善施为

佛建精舍，昔为伽蓝，今已荒废……室宇倾圮，唯余故基”，或者“竹林精舍北行二百余步，至迦兰陀

池，如来在昔多此说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后，枯涸无余”。⑧ 这样的记载对日本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源平盛衰记》记述:“玄奘为兴隆佛法而跨越流沙葱岭前往佛生国，经 17 个春秋寒暑，耳

闻目见三百六十余国，但其中弘扬大乘佛教的不过 15 个国家。佛陀说法处的祇园精舍、竹林精舍已

经是孤狼栖息处，鹫峰山、孤独园也只剩下柱础了。”⑨13 世纪说话文学集《撰集抄》记载三井寺庆祚

阿阇梨在出航前参拜宇佐神宫时，神明告之以“祇园精舍是虎狼的卧所，白鹭池仅余荒草，流沙遍地，

葱岭也不似从前，佛法已全无其形”。10 12 世纪的《宝物集》则说: “寻毗沙里国佛迹，大林精舍只存

其名。访给孤独园之伽蓝，祇园精舍只余柱础。白鹭池已干涸，仅余杂草。菩提树离根，片叶不存。

除摩诃陀国外无国王。”11以上文本皆受到了《大唐西域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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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者外，更为直接的则是来自日本入宋僧传回的最新情报。北宋时期奝然、寂照、成寻等

日本僧入宋巡礼，适逢天竺僧在开封译经，于是获得了与天竺的直接接触。手岛崇裕指出，奝然、成
寻入宋时天竺佛法衰微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日本僧赴天竺的失败，更加剧了天竺的虚像化、观念

化。① 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成寻在开封期间与天竺僧交往较多，从广梵大师天吉祥处，听闻“王舍城

为外道婆罗门家，今无王舍城”，②获得了佛教圣地衰败的情报。戒觉的《渡宋记》则记载他与“天竺

往还僧”交谈后，得知“菩提树者拂根而不，见祇园精舍只础石遗，除摩竭提国之外，余国国无王”。③

摩竭提国( 摩揭陀国) 是印度佛教核心地区，往还僧所指的应是在此崛起的支持佛教的波罗王朝。入

宋僧们通过在宋朝与天竺僧的直接接触，获得了有关印度佛教衰亡的直接情报。这无疑加深了他们

关于天竺衰亡的认识。

当然，入宋留学僧也曾传回过关于天竺的相反的情报。荣西就曾记载“在唐所闻之口传”，说:

“大那兰陀寺有五千僧，对诵三藏典。又佛钵，和修衣，今俱在。”④但荣西所传的信息与实际情况有

一定的出入。总之，中世日本人对天竺的认识呈现两个相反的面相。其一，是对佛教世界中心天竺

的憧憬; 其二，则是通过末法思想、入宋僧的直接情报及《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传递的“天竺佛法衰

亡”印象。后者的大肆流行，则使得两个相反的面相出现了结合的趋势: 因对天竺憧憬而带来的“寻

求天竺”的努力逐渐虚像化，演化成为对日本本土“想象异域”之中的天竺的寻求。这就是中世王权

“再造天竺”的思想背景。

二、在日本再造天竺: 以转轮王为中心的“佛国土”与“佛都”

11 世纪末，中世王权开始有意识地将平安京打造成为“佛都”，将日本视为“佛国土”。平安时代

中期以后，显密佛教将天皇称作“金轮圣王”的情况日益普遍。天皇被视作“轮王之姓，金刚之种”。⑤

南宋初期入宋僧觉阿在回答杭州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的提问时，称:“国主无姓氏，号金轮王，以嘉应

改元，舍位出家，名行真。”⑥这里的“金轮王”指 12 世纪后半叶的后白河天皇。所谓金轮圣王，来自

佛教转轮王信仰。转轮王分金银铜铁四种，是佛教理想国的统治者。转轮王以七宝化现，以正法统

治人民。其中，转轮王中的金轮王是天下最尊贵者。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是佛经中转轮王的代表。

一般来说，统治四天下的君主才可以称作金轮圣王。但实际上，在受佛教影响的各国的政治传统中，是

否被称作金轮圣王，与其政治功绩或统治范围并无关系，而是一种出于佛教语境的政治修辞。

比如，南传佛教盛行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君主自称转轮王。受大乘佛教影响

的中国也盛行转轮王的观念。⑦ 日本在佛教影响下也出现了金轮圣王观念。这是天皇祭司王观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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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产物。① 转轮王在史料中的最早出现可追溯至平安前期的《日本三代实录》。② 据上岛享对真

言宗《护持僧作法》的研究，三宝院胜觉( 1057—1129 ) 所作的这一护持天皇修法仪轨文本所表现的

密法，将平安京观想为胎藏界，将宫城观想为金刚界，居于宫城中心的“当代国主金轮圣王”即天皇被

视为与大日如来、天照大神同体者。③ 同源流的成尊《真言付法纂要抄》( 1060) 称天皇为金轮圣王，

将日本国名解释为“大日如来之本国”。④ 此后，“金轮圣王”的称号在史料中广泛出现，成为中世人

对天皇的一般称呼，赖瑜《秘抄问答》所记载的 1145 年的修法记录称“奉为金轮圣王天长地久，禅定

仙院太上天皇……昼夜长时恒受快乐”。⑤ 仁和寺圣教《绀表纸小双纸》收录法胜寺修正会次第祈愿

“金轮圣王天长地久”。⑥ 中世以来转轮王认识在日本逐步普遍化。转轮王即佛教理想国之王，被转

轮王观念美化的中世王权即以此思想为基础，试图在日本构建天竺式的“佛国土”。

在学界对日本史的分期中，通常认为中世的开端是白河院执政( 1073—1129 ) 时期，该时期也是

中世国家宗教体制显密体制的形成时期，还是显密佛教的思想意识成为中世王权的基本政治意识形

态的时期，王权佛教化的完成时期。这一时期，白河院举行了大规模的造寺建塔、埋经活动，在平安

京鸭川以东构筑了以法胜寺为中心的“宗教都市”，一座以王权和佛教为中心的巨大卫星城。⑦

对白河院时期营建佛寺，目前已有较多研究。上岛享将 10 世纪中叶至 12 世纪后半叶称作“大

规模营造时代”，认为院政期营造活动给社会整体带来了很大影响，都市京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中

世王权随之确立。⑧ 远藤基郎则认为，院政期王权试图通过大规模营造和佛事法会仪礼活动宣示其

“显密佛教之王”的身份。⑨ 上川通夫着重分析了白河院时期的平安京造塔热。上川指出，白河院时

期修造的塔有法胜寺塔、尊胜寺东西塔、白河泉殿三重塔、最胜寺塔、圆胜寺三重塔和五重塔、上贺茂

东西塔等木塔共 14 座，12 世纪后半叶平安京塔接近 100 座，七分之一建于白河院时代。此外还有各

种形态的泥塔、石塔等，动辄以十万以上的规模铸造( 譬如保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法胜寺一次性

“供养五寸塔三十万基”) ，其中法胜寺的小塔统计超过 100 万个。佛塔的修造配合舍利、如意宝珠等

圣物的搜集，体现了白河院将释迦牟尼佛遗迹再现于日本的意愿。10 空前大规模的造寺建塔使京都

成为“百塔之城”，在外观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佛都”。

这一规模浩大的造寺建塔工程的核心，是法胜寺与法胜寺八角九重塔。高 81 米的法胜寺八角

九重塔是该时期日本最高建筑，中世王权的象征。中世王权将此塔视作“镇护国家之道场，海内无双

之宝塔”，11永保五年( 1085) 落成时，大江匡房所作《法胜寺御塔供养咒愿文》称之为“新造雁塔，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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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室，取法栖灵，八角九重”，①指出此塔取法隋文帝为供奉佛骨而创建的栖灵塔。而其他一些文本

则指出了法胜寺与天竺的关系，弘安九年( 1286 ) 后宇多天皇在法胜寺的供养愿文中说: “夫以法胜

寺者……孰与六帝附属之那兰陀园花池宝树之究庄严也? 不异十劫经历之须摩提国。”②将法胜寺

与天竺的那烂陀寺相较，比之为须摩提国，即西方净土。《太平记》则记载法胜寺塔为:“三国无双之

雁塔也。此塔始造之时，天竺的无热池，震旦的昆明池，本朝的难波浦，都可见到塔影。”③这一记述

将天竺、中国、日本三国通过法胜寺塔联系起来，通过塔影转移强调了九重塔“三国无双”的独特地

位。此外，白河院以来的中世王权、幕府还数次铸造数万小塔，常“寻阿育王之旧迹”，效仿“阿育大

王八万四千之基”及“波斯匿王之志”，以“八万四千”为数，④显然受到了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传

说的影响。另外，塔中金刚界大日如来塑像与金堂毗卢遮那如来相辉映，是象征天皇统辖佛教世界

的空间。⑤ 这正是体现转轮王正法治国理念的空间。

除造寺建塔外，白河院以降的中世王权还在两个方面积极打造“佛都”“佛国土”。其一是搜集

舍利、宝珠、法器，将其纳入最新修筑的宝藏建筑内。白河院之后的鸟羽院建设胜光明院宝藏，后

白河院则重视舍利、如意宝珠，援助南宋明州阿育王寺舍利殿的重建。⑥ 其二是大规模地输入、抄
写、安置一切经。自奝然请回 5048 卷宋版一切经后，又输入高丽续藏经并纳入皇家收藏。⑦ 白河院

在法胜寺营造过程中安置金泥一切经，在法胜寺和尊胜寺供养一切经 2000 卷; 鸟羽院也积极推动一

切经抄写，使得日本迎来了一切经制作鼎盛期，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埋经活动。阿部泰郎指出，抄经

和埋经实际上是将“法宝”一切经藏于灵地奉献神佛，目的是建立王权理想中的佛国土。⑧ 搜集重

宝、抄经埋经、造寺建塔，是院政时期中世王权建造“佛国土”最直接的举措，当时人称之为“是佛法

之中兴也”。⑨

中世时期，日本存在佛教化的神国思想或佛国思想。10 在这一思想作用下，中世王权积极地将平

安京打造为“佛都”，并将日本打造为“佛国土”，而这一被构建出的“佛国土”的核心，实际上是中世

王权自身，即以正法治国，缔造佛教理想国的转轮王。六胜寺的创建是“佛国土”意图的体现。这就

是中世王权“再造天竺”的核心内容。

当然，实际上积极打造“佛都”“佛国土”，推动以转轮王为中心的“再造天竺”的是院权力( 治

天) ，而非天皇。这是因为中世天皇是非人化、国家机关化的祭司王，11承担国家祭祀的职责，具有较

多的禁忌。但须注意的是，天皇与院权力虽具有二元性，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形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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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① 在 13 世纪后半叶的“蒙古袭来”后，即位灌顶仪礼确立，天皇亲身参与佛教实践如舍利奉

请、密教修法、传法灌顶的例子显著增多，至 14 世纪初也成为了自视“金轮圣王”的佛教理想国形象

塑造者。
接下来，我们再对中世社会的天竺与“佛国土”意识做一个简要的考察。再造天竺、打造“佛国

土”的观念并非局限于中世王权，而是更多见于中世丰富的寺社史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跨越僧俗的

社会普遍认识。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天竺圣物的追逐; 其二是各种天竺祖师、圣地飞来

传说的出现。关于前者，比如空海传自长安青龙寺惠果的犍陀谷子袈裟，在中世已被视作“金刚智三

藏从南天持来”的天竺袈裟。② 而到了 14 世纪天台宗的《溪岚拾叶集》中，犍陀谷子袈裟已经升格为

大日如来袈裟，认为是大日如来授予金刚萨埵灌顶时所授。③ 犍陀谷子袈裟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追

逐，14 世纪的后醍醐天皇在受瑜祇灌顶时亲身穿着，甚至对这件袈裟加以敕封。④ 同样荒诞的是，京

都泉涌寺来历十分明确的南宋造杨柳观音像，在 15 世纪的传闻中也成了“自天竺所奉渡之佛”。⑤

此外，近江园城寺的梵钟在 1344 年的《寺德集》中变成了“天竺祇园精舍艮角钟”，⑥京都因幡堂的药

师像在 1299 年的《一遍圣绘》里则成为了“释迦如来自作的旃檀佛像，天竺祇园精舍疗病院的本

尊”。⑦ 这样的记述虽是寺社为获取宗教上的优越性、争取信众而传播，实际上反映的是中世社会对

天竺佛像、圣物的热衷。比如《宝物集》记载，京都清凉寺的释迦像因为被视为仿自天竺旃檀瑞像的

圣物，在当时就备受京都人的欢迎，参拜者云集。⑧ 佛像或物品若能增添一层天竺背景，将使其更能

吸引信众，这体现了中世日本人对天竺圣物的热衷和追逐。于是，通过种种附会、伪托及传闻、传说

的创造，日本成为了遍地天竺宝物的“佛国土”。
关于后者，即天竺祖师、圣地飞来传说，奈良的吉野大峰被视作“灵鹫山飞来”⑨。通过伪托，印度

的神圣空间发生位移，在日本再现。从未涉足日本土地的天竺祖师也在各种传说中飞到了日本。如

“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在《和州久米寺流记》的记载中，曾“依东土边州利益之愿”飞到日本。10

该史料被引用于《我慢抄》《东大寺缘起》等多种史料，11在中世时期流传极广。更有甚者，《溪岚拾叶

集》认为善无畏入灭于日本，上总有善无畏坟。12 禅宗的祖师达摩也被视作入灭于日本，奈良片冈山

还有达摩坟，14 世纪在坟上建起了达摩寺。13 这些民间传说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再造天竺”。
以上考察了中世王权“再造天竺”的实践及其背景。首先，中世王权试图在京都创立“佛都”，以

转轮王为中心打造“佛教理想国”，创建“佛国土”; 其次，在“再造天竺”的过程中，佛教理想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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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皇，实际打造者则是院权力; 最后，“再造天竺”的背后存在普遍的天竺意识，中世各种文本实际

上以另一种形式加强了日本与天竺的联系，塑造着日本作为“佛国土”的形象。这种被“再造”的天

竺，是日本对佛教日益衰落、日益虚像化的天竺的替代，是中世王权和中世日本人在日本自身寻找到

的想象中的天竺，其结果是通过想象的天竺改变了其自我认识。①

三、东亚的“再造天竺”与日本的特殊性

由于印度佛教走向衰落，佛教失去了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使得受佛教影响的唐朝、北宋、辽、吐

蕃、高丽、西夏、大理、安南等，具有了向周边宣扬其佛教世界的正统性的机会，其中唐朝已经在教

义上、思想上与印度并驾齐驱，并在超越东亚的范围内确立了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② 上川通夫指

出，白河院曾试图模仿北宋和辽。③ 他认为院政期王权在与宋、辽、高丽的交往中，产生了佛教事业

的竞争意识，萌生出建设新的佛教传播中心的理念。④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比较的视野入手，并结

合该时期日本与宋辽、高丽等交流的史实考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探讨“再造天竺”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

与日本类似的“再造天竺”观念，在藏传佛教中可以首先看到。藏传佛教与日本有类似的空间比

附、伪托观念，将印度纳入神圣空间和宗教地理的建构。《胜乐》文献背景中的二十四圣地从南亚次

大陆逐渐转移到西北印度、尼泊尔、西藏西部，最终到达西藏东部地区。⑤ 此外，藏传佛教的历史书写

者也做了大量的伪托工作，元代布顿著《布顿佛教史》记载藏王世系之一为中印度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之子，或摩竭陀国坚影王幼子小力之子，⑥《贤者喜宴·吐蕃史》将观音视作吐蕃的开创者，并视聂墀

赞普为释迦同族。⑦《汉藏史集》则记载吐蕃王统是印度众敬王后裔之分支，释迦族分出的日札巴一

支猛光王后裔护狮王之子为吐蕃之王。⑧ 其他则有视松赞干布为观音化身，赤松德赞为文殊化身等

诸多叙述。沈卫荣指出，西藏佛教史家至迟在 12 世纪已经重新建构起整个佛教世界的历史，确立西

藏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地位，并努力将西藏历史与印度联系起来。⑨ 11 世纪藏文文献的特点是

印度的变形，是藏人寻找想象中世界的异域，可以概括为“在印度寻找自己”和“在自己身上寻找印

度”。10 11—14 世纪藏传佛教沉浸在对印度的寻找中，新译密咒远赴印度寻找法本或迎请印度班智

达，宁玛派则创造出“伏藏”文本系统，在有关吐蕃黄金时代的记忆中寻找印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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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似“再造天竺”的观念实际上在北宋政权初期也能看到。北宋初期接受了大量印度来的

僧侣。从 965 年于阗国僧善名、善法等抵达宋朝开始，到 1053 年天竺沙门智吉祥为止，北宋将天竺

新译佛经的出版和大藏经刊印视为其树立佛教中心地位的手段。① 天竺僧抵达开封时，宋朝皇帝对

其赐紫，则有将外国来朝僧纳入以皇帝为中心的佛教秩序的意图。② 当周边国家的使节来朝时，北宋

将其吸收天竺最新成果后缔造的大藏经、佛像等下赐出去。③ 这一举动在北宋以前就能见到，譬如以

崇佛闻名的隋文帝曾颁赐《舍利瑞图经》给天竺等西域国家，并赐百济、新罗舍利。④ 这是统治者有

意识地对周边信奉佛教的政权展示其崇佛成果，以求换取周边对其佛教世界中心地位的承认。

日僧奝然入宋时，宋太宗赐其装有佛舍利的七宝合成塔、版本一切经、释迦像等。⑤ 奝然与宋太

宗会面后，太宗赐其紫衣、新译佛经 41 卷、御制回文偈颂等。⑥ 其中，一切经及新译佛经、模造旃檀瑞

像的赐予，均可视为太宗对“再造天竺”成果的宣扬，前者代表北宋构建佛教学术文化中心的杰出成

就，后者则代表宋朝对天竺圣物的吸收替代。奝然之后的寂照、戒觉、成寻等，也无一不从北宋皇帝

手中获得了丰厚的佛教器物赏赐。

以崇佛著称的辽朝存在类似情况。辽朝与天竺僧有直接交往，西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曾

译《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等多部经论。慈贤在辽朝被尊为“大契丹国师”。⑦ 辽朝与日

本一样具有转轮王信仰，视辽道宗耶律洪基为转轮王，认为“今居末法之中，得值天佑皇帝菩萨国王率

土之内，流通二教”，以菩萨国王来刻画辽道宗，将其喻为转轮王。⑧ 辽道宗亲撰《发菩提心戒本》下赐，

间接获得传戒者的立场，实现“皇帝与菩萨的相即”。⑨ 并且，辽朝的转轮王观念与日本一样和末法思想

有关，末法思想表现在护法思想行为当中，护法思想多以转轮王思想体现出来。10 辽朝也大肆造寺建

塔，举办多种形式的佛教法会仪式，造塔总数超过一百座，堪称“造塔时代”。11 可以说，辽朝的大规模造

塔也是一种构建“佛国土”的实践。此外，辽朝也向周边国家赏赐大藏经，展示其佛教学术的成果，如辽

兴宗时期的《契丹藏》就曾赐予高丽，第一次是在清宁九年( 1063) ，“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

西郊”。12 此外，辽道宗大安七年( 1091) 、八年( 1092) ，日本僧应范( 明范) 等出使辽朝。13 明范表面上

虽为大宰权帅藤原伊房派遣，但也有研究指出其背后的支持者是白河上皇。14 辽道宗极可能借机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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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天竺: 东亚视域下日本中世王权与“佛国土”的建构

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等辽朝佛教典籍赐予日本，该书的院政时期写本至今仍存于京都高山寺。①

深受宋辽两国影响的高丽王朝也是建立佛教化王权的典型。王权仪礼高度佛教化，国王受菩萨

戒，扮演“菩萨国王”的角色，其统治也被佛教理论美化为菩萨行。② 佛教还在其对外意识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高丽每年举行盛大的佛教仪式同时也是奉祀太祖王建的仪式八关会时，会邀请在高丽

的宋朝商人、女真人、耽罗人、日本人参加，实际上这是高丽试图通过佛事法会构建出一种以高丽国

王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构拟出一种想象的“万国来朝”的局面。③ 高丽大觉国师义天则搜集、总括宋

辽两国的佛教章疏，完成义天版《续藏经》，后赠予日本。④ 高丽的佛教化王权与其对外意识、对外关

系密不可分。日本来的商客也时常迎合高丽王朝构建佛国的意欲，主动进献法螺、佛像等佛教

器物。⑤

处于河西走廊咽喉之地，为汉藏交汇之所的西夏政权崇奉佛教，国主李元昊建政后大肆建寺、赎
经、译经，举办佛事法会。李元昊建舍利塔时，“东土名流，西天达士”纷纷进献舍利，⑥这实际上反映

出西夏佛教针对东土( 宋辽) 、西天( 印度) 的自中心意识的萌芽。西夏还与天竺有着直接的接触，不

但迎请印度僧人来境译经说法，还有僧人去印度求取佛法。⑦ 11 世纪末西夏王室重修凉州感通塔

时，将其叙述为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⑧ 在崇尚佛教的背景下，西夏也出现了转轮王的观念，⑨在

佛教图像中皇帝被赋予神性，列于菩萨、佛弟子中，使皇帝变成了主宰世界的神圣之物。10 可以说，西

夏的造寺建塔活动同样是以其王权为中心的。另外，大理政权也强调与天竺的联系，历史传说、附会

称大理佛教从印度直接传入云南，《白古通记》说大理是印度妙香城，指点苍山为灵鹫山，将鸡足山打

造为佛教圣地，有意识地突出与天竺的联系。11

可以看到，在印度佛教衰落背景下的“再造天竺”和“佛国土”意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各政权的

实践和意识存在诸多相似性。比如，与天竺佛教衰亡认识互为表里的末法思想; 强调与天竺直接或

间接的联系; 王权的主导性。但在上述普遍性之外，该时期的日本也呈现出一些特殊性。首先，日本

与天竺缺乏直接联系，日本既无人赴印度求法，也没有印度译经僧的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更是与印度

相去甚远。这使得日本的“再造天竺”具有更为突出的虚像性，无法直接讲述天竺与日本的联系，而

只能通过附会、伪托、编造，在想象中寻求天竺的圣地性。其次，由于与周边国家外交活动较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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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造天竺”比较缺乏宋、辽、高丽这样的国际竞争意识，其圣地构筑更多以内部统治为目的。

如前所述，在 11 世纪末以后的日本“再造天竺”，推动“佛国土”“佛都”塑造的实践者是以白河

上皇为代表的院权力。白河院时期并未大规模接待外国使节，也未有高丽王朝这样将大型佛事法会

打造为体现国际秩序场所的意图，这使得白河院的“再造天竺”与宋、辽、高丽等有着本质区别。院权

力的直接目的是在诸权门势家势力不断发展、庄园公领制社会急剧转型的国家政权中提升天皇家的

权威。

实际上，中世初期尚处于天皇、院权力、摄关激烈竞争政治主导权的时期，白河上皇退位之初，政

务仍掌握在摄关手中，①直到关白藤原师通、藤原师实死后( 1101 ) ，院的影响力才急速上升，逐步成

为了政务的主导者。② 此后，居于中世国家秩序顶峰的院权力成为了中世寺社势力的统辖者，掌握僧

位、僧官的任免权，国家佛教仪式以王权为中心重新组合。③ 院权力主导的“再造天竺”实践，使法胜

寺九重塔所象征的天皇家权威通过“王法佛法相依”的观念被粉饰，天皇家建造的六胜寺建筑群替代

了摄关家创建的法成寺，天皇家相对于摄关家、权门大寺社等居于中世主从秩序顶点的认识得到进

一步强化。

院权力在中世初期“再造天竺”取得的政治成果在镰仓幕府崛起后仍长期维持。直到南北朝动

乱期间的历应五年( 1342) ，代表天皇家权威的法胜寺九重塔在洛东大火中被焚毁，“数体伽蓝、九重

塔婆，空成灰烬”，这一“天下之重事”也象征着院权力及天皇家作为“再造天竺”主体的衰落，④此后

法胜寺九重塔未再建，院权力主导的中世王权“再造天竺”实践才宣告停止。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类似“再造天竺”的意识与实践，实际上为受佛教影响的东亚诸政权、地区共

有。这是印度佛教衰落后各政权争夺佛教正统性，吸收天竺圣地性，在自身内部寻求作为“想象异

域”的天竺的结果。中世日本王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在 11 世纪末 12 世纪初以后的日本，“再

造天竺”的认识所诱发的中世王权大规模造寺建塔、抄经埋经等宗教实践，带来了显密佛教的兴盛。

但日本也存在显著的特殊性，即国际竞争意识缺乏，较少有文化竞赛的色彩，其“再造天竺”更多以内

部统治为目的。

日本的中世国家是多元分权的。这意味着在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即天皇之下，存在多个权力

主体。公家王权与贵族、武家、寺社势力处于互相协作而又互相制约状态，这使得王权必须利用佛教

这一普遍性宗教的手段塑造超越性权威，成为“再造天竺”、缔造“佛国土”的主体，获取在中世主从

秩序和权门体制中更高的影响力。在以院权力为代表的公家王权攫取中世国家的超越性权威的过

程中，显密佛教的思想和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在国际秩序中相对孤立的日本中世国家，其自中心的“再造天竺”也多少具有对外展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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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天竺: 东亚视域下日本中世王权与“佛国土”的建构

越性的一面。体现日本自中心意识的诸多中世显密佛教文本，鲜明地以中国、朝鲜半岛、天竺等为参

照对象，有意识地在对周边国家的差别意识中突出自身的中心地位。这种观念随着日本中世国家在

东亚海域的密切交流中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增多而逐渐暴露在外国的使节、商人、漂流民等面前。室

町时代日本在对朝鲜王朝交往中展现出来的“朝鲜蔑视观”与神国意识即是如此。① 但是，日本的中

世国家，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中世初期，王权从未在“再造天竺”的进程中建立一种针对外国的竞争

性秩序或礼仪体系，譬如近世江户幕府在朝鲜通信使、荷兰商馆的江户参府活动中设立的礼仪体系。
“再造天竺”的实践本身，缺乏来自域外的观众。这使得在中世初期，王权的“再造天竺”虽呈现出一

定的对外中心认识的样貌，但对内才是其真正目标，因而具有“外虚内实”的特征。

［本文作者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张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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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viet governments’support for the IG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ir scientific strength and gain the

Cold War superiority. Antarctic expeditions and outer space exploration were two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IGY. During this period，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arctic expedition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olar research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tarctic Treaty.

The U. S. -Soviet satellite race to gain an ascendancy in outer space triggered thei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space age’. The IGY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t also improved the U. S. -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50s to a

certain extent，leaving an important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Antarctic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prevented the U. S. from

realising its‘internationalisation’policy intention of excluding the Soviet Union from Antarctica，and

prevented the spread of the Cold War to Antarctica and its militarisation. Th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in space research reached by the U. S. and Soviet scientist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ollowing years.

Kang Hao，The Kingship of Jap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Utopia in the

Middle Ages

‘Ｒebuilding India’is a form of the sacred and orthodox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power in

medieval Jap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cline of the Indian Buddhism. More specifically，the

capital Heiankyo and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were shaped as the‘land of Buddha’under the rule of

Cakravartiraja. 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was quite universal. It was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various regimes attempting to absorb the sanctity of India. Moreover，it was one of the

backgrounds under which the medieval Japanese monarchy and Buddhism combined closely. Despite

being characterised by a central consciousnes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the‘rebuilding India’of the

medieval Japanese monarch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oal of the internal rule，with the primary

purpose of shaping the transcendental authority of the medieval monarchy and acquiring its higher

influence in the system of the ruling elites ( Kenmon Taisei) .

Zhang Shu，The Origin of the Seungjeongwon System of the Joseon Dynasty

Seungjeongwon is a central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d has many

functions，such as being the spokesman for the king，the king’s close attendant，the adviser to the

authorities，and the liaison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ts predecessor was the Seungjisa of the

751


